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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出现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运动。由于基督教所具有的教
规和当时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导致信教少数民族在行为规范、纠纷解决以及在
国家诉讼中权位，诉讼选择上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转变中，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教民
在国家诉讼中权位结构发生了重构。这种法律文化的重构对这个时期少数民族信仰基督
教是一种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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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
①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得到迅速发展传播，是中国近代史和基督

教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的特殊一页，这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近

年虽有不少成果
②
，但从法律角度进行考察还是很少。这个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中一些群

体在信仰基督教后，由于当时基督教和传教士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特殊的政治地位，

导致信教各少数民族群众在行为规范、纠纷解决和在国家司法诉讼中权位及教民在诉讼

的选择上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西南少数民族中教民的这种法律上的转变过去很少有人

论及，即使论及也不够全面、具体。
③
本文拟通过对这个时期，基督教传入西南少数民

族后对他们法律生活的影响进行的探讨，以揭示基督教在当时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和政治

力量，在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对改变西南少数民族信教民众的行为规范、纠纷解

                                                        
①
 这里的基督教是一个泛指，是指当时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的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派。 

②
 代表著作有：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

社，1992 年； 钱宁：《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韩军学：

《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秦和平：《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

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徐永志：《融溶与冲突：清末民国间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

究》，民族出版社，2003 年。 
③
 对近代基督教在传入后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上，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如钱宁：《基督教

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0 年第 3 期；《石门坎现象：对清末

黔西北苗族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 年第 3 期；成先聪 陈廷湘：《基督教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宗教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张晓琼：

《碰撞与冲突——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特征探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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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和在国家司法权位方面的作用，进而剖析基督教传入是如何影响西南信教少数民族对

诉讼的选择等问题，以说明这个时期基督教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得以传播的一些原由。 

 

一、 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情况 
 

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得到迅速传播，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的一二

十年代，按 1920 年《中华归主》一书记载：“唯西南各省少数民族部落中的布道运动成

绩可观”，“各少数民族中（特别是西南各省）的布道工作发展较快。据报告，苗族与怒

族部落中已经建立了近百所教堂”。
①
根据解放后五十、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西南

诸省多数少数民族中都有信仰基督教的群体。按教会公布数字，解放时全国有教徒 100

余万，云贵川三省有教徒 58 万，以少数民族为主。云南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有苗

族、傈僳族、怒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彝族、哈尼族、傣族、独龙族等。在民国

时期，云南省的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发展表现在教堂数从 100 所增到 900 余所，信

徒从 4 万人增到 10 万余人。
②
贵州的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都有

信仰基督教的，特别是威宁地区苗族、彝族，以石门坎为基地，形成了基督教传播的中

心。按《中华归主》一书统计，1919 年贵州省信徒有 9446 人，教友 35286 人，大小教

堂 132 所。
③
四川省 1840 年以后，基督教在藏、彝、羌、苗、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群居

地区都得到了传播。1920 年四川有教徒 32942 人。
④
按光绪十九年（1893）杨毓辉的

《整顿中国教务策》一文记载，当时罗马教皇公布的中国教民人数中，四川省有 72879

人；云南省有 11207 人；贵州省有 16892 人；广西有 1013 人。
⑤
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可

能会有出入，但可以肯定，清朝光绪朝以来，到民国初期，西南少数民族中信仰基督教

的少数民族人数大为增加，而这种状况改变和影响着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法律生活。 

 

二、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规范的影响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自身拥有大量的宗教规范
。
。基督教神学家一般把《圣经》

中《旧约经》前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称为

律法书，它以“十诫”和“约书”为核心，构成了基督教的教法体系。据统计《圣经》

共有戒律条文（包括格言、禁令、诫命、律例及规条）总计 613 条，其中训令式戒律共

                                                        
①《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85 年版，第 93 页。 
②
 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32 页。 

③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85 年版，第 375 页。 
④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 年版，第 400 页。  

⑤《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85 年版，第 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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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条，禁令式戒律共 365 条；内容包括：神职人员的职责与特权、平民的法律地位、

权利和义务、财产所有权、债务处理、婚姻与家庭、卫生风俗、起居饮食、犯罪与刑

罚、审判机构与诉讼等。
①
这些宗教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民的法律规范。西南少数

民族信教后，这些宗教规范也成为他们的规范，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原有法律规

范，改变着教民的行为方式。 

根据民族大调查，基督教传入怒冮州，当时碧江地区的傈僳族、怒族教民在遵守基

督教的教律时还根据本民族群体的社会特点，仿照《圣经》十条戒律制定新的十条戒

律，即不饮酒、不吸烟、不赌钱、不杀人、不买卖婚姻、不骗人、不偷人、不信鬼、讲

究清洁卫生、实行一夫一妻制。
②
这当中很多内容是关于刑事、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

此外也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习惯进行改革，特别是婚姻上，开始禁止买卖

婚姻和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实质是对这些地区信教民族传统婚姻规范的革命。在怒江福

贡地区教民遵守的十条教规则是：不饮酒、不吸烟、不偷盗、不赌博、不调戏妇女、不

信奉鬼神、禁止唱民族歌谣、跳民族舞蹈、禁止教徒与非教徒通婚、不准教徒吃结婚彩

礼、教徒与非教徒不合作共事。
③
这里则有很多规定是在生活上让教民形成一个单独的

群体，区别于非教徒群体。这些规范中仍然有刑事、民事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在纠纷解

决上，由于不与非教徒来往，也导致教民在纠纷解决上出现新的途径。云南禄劝地区的

教民中则遵守以下十条教规，即不抽烟、不赌钱、不喝酒、不种烟（鸦片）、不算命、

不送鬼、不拜菩萨、不跳神、不择日子、不娶妾等。
④
这些戒律中，不少是对教民原有

刑事、民事、婚姻、生活规范的改革。云南澜沧地区，根据“十诫”规定了十条教规：

听父母话、不信鬼、一夫一妻制、不偷人、不饮酒、不吸大烟、要亲爱、不杀人、不

嫖、不贪钱、服从基督教。
⑤
这些成为教徒必须遵守的规范。贵州苗族、彝族地区，

1901 年党仁居在黔西北苗族教民中成立了“苗族改良会”，制定了《等堆基督教苗族改

良会章程》，立碑于贵州普定等堆，主要内容有：规定婚姻改革、着装改革、遵守基督

教规等。如规定教民中结婚年龄是女子 18 岁、男子 20 岁，结婚时采用基督教礼仪，不

用大量的聘礼，其实是禁止过去传统的买卖婚姻，结婚后不能离婚，实行一夫一妻制。 

由此可见，基督教传入西南少数民族中后，影响最大的是对各信教少数民族的传统

婚姻制度和规范。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中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习俗中有诸如公房制、转房

制、姑舅表优先婚、亚血缘内婚、不落夫家、父母包办婚姻、收受高价聘礼、跳花山、

“踩月亮”和“姑娘房”等制度和习俗。在信教后，教民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对这些婚

姻制度和习俗进行改革，让自身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向近代婚姻制度和规范靠近。当然，

                                                        
① 梁工等：《律法书：叙事著作解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6 页。 
②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版， 第 21 页。 
③
 钱宁：《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第 155 页。 

④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版， 第 56 页。 
⑤ 同上书， 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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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西南各信教少数民族在对传统婚姻改革中也发生过不少与传统冲突的案例。

如在武定地区，由于教会规定“同村男女不通婚”，但现实上各少数民族教民中年轻人

往往对此婚姻规定不能遵守。“三年前（1948 年）在洒普山又发生吊死的事：一个姓陆

的青年爱上姓潘的女子，不能结婚，双双吊死在树上。”
①
这就是上面教会规定导致的

结果。在 1914 年安顺府普定县等堆地区发生苗族青年杨士昌与附近格鸡坝苗族女青年

杨某某自由恋爱，为此他们私奔到平坝县，由于他们的恋爱方式触犯了“改良会章

程”，抓回后他们二人被捆绑关押了六天六夜，杨士昌处罚罚杖五十下，并罚杨士昌父

母杀猪办酒席认错，罚杨士昌与恋人杨某某五十块大洋立碑示众。
②
此外据记载，1912

年正月安顺县鼠场和 1913 年七月织金青山羊场都发生苗族青年举行传统跳花山而教民

进行干预而产生冲突的事件。
③
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教规改变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

惯，在现实中往往出现冲突，特别是不能离婚和自由恋爱，成为基督教传入后各少数民

族婚姻法律中矛盾的中心。 

 

三、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 
 

西南少数民族信教后，各少数民族中教民原有纠纷解决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

教民不再把自己内部发生的纠纷提到本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寻求解决。如苗族不

再通过议榔、寨老来解决纠纷，彝族不再通过土目、土官来解决纠纷，傈僳族不再通过

“伙头”、族长等来解决纠纷，等等，而是通过布道者或教会中的长老执事来解决教民

间的纠纷，也就是说各教民从传统的本民族纠纷解决制度中脱离出来。在纠纷解决中，

具体适用的规范和评判的价值也不再是传统的各少数民族的原有规范和价值，而是基督

教的教规和价值等。对此，光绪十四年（1895）四月陈炽在《教民》一文中就写道：

“遇有词讼之事，教民应与凡民一律，毋许擅用西礼，致为众怨所归”，
④
这里说明教

民适用基督教教规和西方价值理念解决教民间的纠纷。《中华归主》一书中说贵州“各

乡村苗族中之信徒多有被任为长老执事各职，此辈为会众领袖，宣讲圣道颇具口才，并

管理各乡村中之集会事宜，更能设法使不到会者均能到会听道。各总堂每月有长老会

议，凡信徒有不规则行动，即于会中提出讨论云。”
⑤
这里后半句说的就是教民中有违

法和纠纷的事件，由每月总堂长老会议来解决。所以当各少数民族信教后，在纠纷解决

上开始出现新的解决机制，教徒由教会中长老、传教士等来解决，不再由本民族中长

老、土目、族长、家长等人来解决。改变了信教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又导致

                                                        
①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版， 第 17 页。  
②
《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五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6 年版，第 282 页。 

③
《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二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6 年版，第 298 页。 

④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 年版，第 425 页。 

⑤《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85 年版，第 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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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出现。 

云南武定地区的苗族、彝族教民在产生纠纷时多由教会布道员进行调解。由于在当

时武定地区十分之七以上的少数民族都是教民，导致当地少数民族间的纠纷由教会内部

解决，这对少数民族的头人、当地士绅来说，是权力的重大失落。在教会中主持解决教

民纠纷的可以是外国牧师和传道长老，在处理上可以给予罚金或宣布罪状，当教民把纠

纷提诉到官府时，甚至出现教会或外国牧师要求地方政府按教会要求处理教民的诉讼纠

纷。教民间有纠纷时，不先报教会处理，会受到教会的处罚。这种强制性规定教民间的

纠纷由教会解决，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中信教者在纠纷解决上的方式，脱离了各自在历

史中形成的传统纠纷解决制度，如由各少数民族中伙头、寨老等主持处理纠纷的制度，

及在处理中采用神判等制度。由于纠纷解决机构发生变化，导致处罚和纠纷解决程序上

的转变。如在教民中出现反教会罪等。 

当然，在教会处罚教民违反教规和解决纠纷时，也有采用各少数民族传统处罚方式

和解决方式的。如 1951 年中央访问团在武定地区就调查到当地教会对通奸男女处罚

上，女的采用剪光头游村，男的“放大牛”，即抄没家产和驱逐出寨。这里可以看出，

在处罚方式上教会也会采用各少数民族传统处罚方式。此外，报告中还写到，“类似的

事情外国牧师在洒普山处理了很多”。
①
在民国时期滇东北、黔西北的苗、彝族中进行

传教的传教士中，党居仁、柏格理在这方面就是相当明显的例子。周国华在 1942 年撰

写的《册享县乡土志略·风俗习尚·宗教》中说：“过去苗夷头脑中只有主教，不知有

政府，民、刑案件，均由神父裁决”。这在内地也一样，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

八日《革职留任河南巡抚松寿奏请将法主教安西满赏给花翎二品顶戴片》中说道：“法

国主教安西满在豫省传教三十余年，与地方官民相处无猜，督率副主教、司铎、执事人

等亦能遵守约束，调和民教”。
②
这就能说明安西满在河南传教时大量处理教民内部的

纠纷。 

 

四、基督教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教民在 
诉讼中权位及诉讼选择上的影响 

 

基督教使信教民众在诉讼中权力结构发生转变，其在司法中地位开始特殊，于是在

权位上改变了原先的权力结构。这种转变对当时教案的发生和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基督起

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改变着西南少数民族教民与本民族中上层权贵、汉

族平民和士绅乃至国家的关系。这种影响和作用过去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在清末民国时

期，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特别是司法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实由于入教后教民在

诉讼上开始处于相对优势，成为这个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入教的一个动因。这从清末相当

                                                        
①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版， 第 17 页。 
② 朱金甫：《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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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教务问题奏疏中可认得到证明。
①
 

（一）信教前西南少数民族在诉讼中的权力结构 

 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平民在信教以前，在诉讼中，不管是与汉族平民和汉族士绅、本

民族中平民、还是土官、土目的诉讼中，往往处于权位中的绝对劣势。如在本民族平民

与平民的诉讼中，当地汉族官员和本民族土官在审理上往往是滥用权力，诉讼难以得到

公平、公正和合理的解决。但当基督教传入后，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面，各

少数民族教民在诉讼中不管是在本民族内部还是汉族流官政府那里，也不论是与汉族士

绅、平民及本民族的诉讼在权位上都发生了转变。这在光绪十年（1885）十二月二十日

云南《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等禀》中就有教民饶国泰说，他信教的动因是因为：“奉

了教，有许多好处。有钱的，可以保身家；贫穷的，可得钱使用，不受人欺，打官司有

赢无输。”
②
这是信教后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发生了转变。在光绪二年十一月九日（1876

年 12 月 24 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的奏折中就有：“川省民素畏官，尤畏书吏差役，往

往户婚田土口角词讼，或经讼师刁使，或书差刁唆，一经控官案结，富者耗财，贫者倾

家。有司佯为不知，即明知故纵，饱书役之贪蠹，而民不敢言。教民有词讼，书差不敢

需索，有司转畏之，不敢直斥其无理，民是以甘入教，而仇仇相寻也。”
③
清廷中央官

员就清楚说出当时中国司法的腐败和平民的无助，但一经入教在诉讼中权位就发生转

变。所以清代汉族中入教的多为贫民和在当地失势的乡绅、地主。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纠纷诉讼在几类情势中的权位都处于劣势，

具体可以分为三类：首先，在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的争诉中，官府往往偏袒汉民，加上

汉人可以利用的资源较西南少数民族多，如在语言上诉讼使用汉语、官府中官员为汉

族、汉民对国家诉讼程序更熟悉、有更多的财产等。所以西南各少数民族在诉讼中往往

是有理无理都败诉。 

凡高处曰凉山，多蛮夷，与汉不通文字、语言、婚姻，其服食皆沿旧习。为治

者从未施教育以变化之，但令其供役纳税而已，往往为奸民所欺侵。“土豪”，夷汉

均有，以兼并为雄，各招佃户，树党徒，蓄枪械，设地窖、土牢，武断乡曲；一有

争执，辄械斗，死伤者均不报官，彼此寻仇，互相报复而已。曰“暴客”，即哥匪

之别名也，由四川传入，为数尤众，各处设立码头，违法虐民，全无忌惮。曰“蠹

役”，土豪、哥匪暗中勾结，凡命、盗巨案，从无破获，催逼严急，则以无关从

犯，或因仇诬反之，良善充抵。曰“讼棍”，民风健讼，十有九虚，图告不审，籍

                                                        
① 近代中国关于教民与非教民的诉讼问题的争议上其实不仅有主权上的问题，还有另一深层的问

题，就是由于平民信教后，在乡村生活上不再受地方乡绅、家族的控制，导致这些人的反对。从

《反洋教书文揭贴选》和五册的《清末教案》史料来看，当时反洋教的活动多由地方乡村士绅发

起，很少有平民发起的。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增加，导致外国传教士和教民在诉讼中成为绝对

优势者，出现国内争取的仅是在诉讼中公平对待非教民与教民。 
②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 年版，第 51 页。 
③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 年版，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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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诈索。
①
 

这里可以看到凉山附近彝族等各少数民族中平民在平时生活中受到本民族权贵、汉人平

民、官府等在诉讼上的各种盘剥和掠夺。在清朝乾隆五年（1740）十月二十一日云南督

抚在《为严禁扰累苗民以安边境事》文告中说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 

云南新[平]、嶍[峨]等处地方控制土司⋯⋯照得滇省僻处天末，夷倮种类不

一，其环居箐谷之中，地多不毛，亦鲜恒策。⋯⋯地方文武官弁，加意抚绥，俾安

耕凿。奈谓鴁舌可欺，遂加凌贱，无论公私事务，无不恣意役使。如遇伊等或与汉

人讦讼，并不为其秉公剖晰，以为夷倮不可长其骄心。又无论是非曲直，挽为呵

责，只知有威，不知有恩；而兵役等更以奴隶待之。或遇奉差出门，则乘肩赠舆，

令其抬适，□男妇皆负行。□□讼事差唤，则私行吊打，□□塘兵，或令代递文

书；或派供应，或压卖什物，或见持物经过抽取；甚至占种田园，奸淫妇女，其恶

不可枚举。又有豪绅劣衿，放债盘剥，往往利息数倍于本。佃给地亩耕种，则将所

收籽粒取我遗”。
②
 

这是当时云南督抚所颁布的告令，从中可以看出，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下，各少数民族与

汉民产生纠纷时，官府往往以不可“长其骄心”而偏袒汉族，在诉讼中，官府役差对少

数民族更是倍加剥削和掠夺。吴大勋在《滇南见闻录·汉奸》中也说到：“间有涉讼

者，问官须细心剖断，体恤愚夷，不可一任汉奸朦溷也。即夷人彼此争讼，必有汉奸为

之挑唆，须访查得实，拘拿到案，重加究处，则讼案易清，夷人阴受其福矣！”
③
 

其次，西南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内部争诉中，审理土官、土目常常是只知勒索，不知

公正处理。清人赵翼就写到水西地区彝族民人：“有事控于土官，土官或判不公，负冤

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不敢上诉也”。
④
最后，在西南少数民族与自己

本民族中土官、土目等头人发生争诉，上诉到流官官府中，官府也常常偏袒土官、土

目。也就是说在旧有的权力结构中，西南各少数民族在诉讼中，不管和那个群体发生纠

纷，在诉讼权位上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对此在苗族人自撰的《苗族信教史碑》上也

有说明，“苗族信教以前⋯⋯害怕其他民族凌辱⋯⋯胆小怕事”。
⑤
这说明信教后苗族原

有权力结构的重构。 

西南少数民族在诉讼中，处于权位上的劣势。但基督教传入后，信教教民在诉讼中

权位结构发生了转变。由于教民在与任何人产生诉讼时，都会受到教会和传教士的支

持。教民在诉讼上，开始从经济到权力都发生了转变，于是教民在诉讼权位上由劣势者

转向强势者，导致信教少数民族民众在与非教徒产生纠纷时，不再回避、容忍，而是积

                                                        
① (清)谈者已巳居士、次者未山道人：《幻影谈》上卷《兵事第五·永善之役》，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本。 
②
 华林：《西南彝族历史档案》，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3 页。 

③ (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上卷《人部·汉奸》，云南省图书馆抄本。 
④
 (清)赵翼：《粤滇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⑤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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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采取诉讼寻求解决。当然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与非教徒的纠纷上更易选择

诉讼寻求解决，另一方面在教徒内部，产生纠纷时则选择通过传教士或长老执事会主持

和解。后者在上面的讨论中已可以看出。下面谈谈西南少数民族中教民是怎样在诉讼中

发生权位的转变。 

清朝乾隆朝起，在云南文山州出现彝族与当地汉民关于土地纠纷诉讼，此诉讼经历

百年之久，在道、咸朝间，彝族在诉讼中处于劣势，但同治朝后，由于彝族入教，导致

诉讼中彝族教民的权位发生变化，具体看此案如下。 

开属文山境内五里冲，有天主教堂，法国牧师金梦旦，通中国语言文字，在滇

二十余年。有倮倮民一村，与附近汉民张、刘、李数姓，于乾隆时控争田土山界，

计长二十余里，迨嘉庆时知府任内，曾将其地断归倮民，给有执照一纸，厥次翻

控。道、咸间，复经开化府两次断归汉民，仍给执照，理由充足，较前明晰，两造

屡次案卷具存。倮民自入教后，恃势复控，并数上控，经数任奉批集讯，未结。余

前任方美旃复奉院司集讯，因倮民当堂逞刁，重责数百，于是金牧师上省联合总主

教、法总领事，直向两院交涉，持倮民所奉嘉庆时执照为确据，盖牧师凭倮民一面

之词，不知全案也。迄余接任，迭奉宪札履勘，秉公复讯断结，连日调阅全案，随

传倮民告曰：“此案既有执照，不难断结，但须金牧师来此面商”。答云：“金在

省”。余谓：“须尔等自去邀来”。未几，金果来，并同中国刘牧师入署求见。刘系

四川附生，余以宾礼招待。越日，备西餐邀饮甚欢，始为详叙此案原委及经过情

形。金曰：“教民有执照，岂不足凭耶？”余曰：“汉民尚有在后执照，牧师通中国

文字，不难一阅而知”。遂出全卷与二人同阅。金牧师阅到后卷，自知错误，半晌

无语。余曰：“两君尊见如何？”金曰：“此案听凭贵府判断，以免两造拖累，再不

敢赞一词。”余始邀同履勘，以山地二里许，有天然沟坎，断给倮民，以便推广建

造，并出入路径为之丈量，开方绘图，立碑永定界线。两造遵结，通详立案。金梦

旦心悦诚服，到蒙自购香槟酒一箱，专送至署称谢，旋任云南省总主教。外人非全

不讲公理，但多误于偏听。凡涉教案，宜善于委婉疏通，俾得晓解，而后不难了

结。
①
 

在此案中，虽然记载者吹嘘自己在对教民和非教民的诉讼中如何不卑不亢，但从诉讼过

程来看，由于有教士的支持，彝族教民与汉民的土地纠纷在诉讼中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

变化。处理官员在对待彝族教民上不再敢用权力达到目标，而是通过谨慎态度，先找教

士进行解释，在处理上，也给彝族教民适当的让步。此案由于有教会支持，云南督抚不

停过问，成为一个重要案件。可以看出彝族教民在诉讼中与汉族百姓相比，由于有教会

支持，反而在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出，此案中彝族人民在入教后对纠纷

采用的态度，那就是不再退让，教会对教民的诉讼是积极支持。 

在 1904 年威宁州羊街的团总兼乡绅李士林（此人是秀才）为阻止当地苗民前往昭

                                                        
① (清)谈者已巳居士、次者未山道人：《幻影谈》下卷《民事第六·开化》，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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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求学、入教，
①
对苗民进行非法拘禁、拴锁、吊打。案件发生后，教士柏格里出面干

预，亲自到威宁州见地方官，在地方政府和教会的压力下李士林只好认错赔罪。
②
此

案，若没有教士的参与，团绅李士林的非法行为是否会受到处罚是很难说的。但由于教

会的参与，让威宁州在处理此诉讼中对犯法者按法处治。若没有柏格理在诉讼中的参

与，仅由被禁打的苗族人民提起诉讼，他们要在诉讼中取胜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同治五年（1886）三月初二日永宁州汉族士民募役司团首任聚五与永州革役罗胜无

故杀彝族教民一案中，由于教会的参与，在处理上政府就采取相对“合法”方式，甚至

是有利于教民的处罚方式，并在处理后规定：“嗣后事关中外交涉，必须处理持平，固

不可娇激沽外，任意将教民凌虐，亦不可因其习教，任令横行乡里，渔肉一方，于应办

之案含糊了事”。
③
也就是要求地方官在处理教民被非教民非法欺辱上要公正对待。 

民国初年织金县毛草寨苗民王文秀的土地被当地汉族地主黄国成无故强占，按过去

的权力结构，王文秀胜诉的可能很小。所以在此事件发生后，王文秀不选择到官府上诉

讼，而是选择到安顺向党居仁诉说，党居仁听后派教民杨庆安持他的名信片到毛草寨处

理此案。杨庆安到后，问清原由，责令黄国成退出他所占的土地，但黄国成抵赖，为此

被杨庆安大打一顿，黄国成只好认错退还土地。
④
此案中，当王文秀的土地被黄国成强

占后，为什么不选择向当地官府起诉，而是选择向教会求助呢？这说明当地权力结构中

苗民王文秀无法通过正常诉讼拿回自己的土地。同时，当杨安庆到事发地处理时，黄国

成最初的态度也说明当地原有的权力结构中汉族地主士绅在当地的权力，可是由于有教

会的参与，杨安庆敢对黄国成痛打，说明由于有教会的支持，导致这种权力结构发生重

大转变。此外，此案处理成功，对当地少数民族平民加入教会的驱动力又有多大呢？在

普定县硝硐也发生过一案，当地苗民张文学因有人谣传他家挖得一马槽银子，于是本地

汉族地主、团总周阿谷信以为真，企图借此发财，于是诬告张文学的弟弟张顺祥抢人，

将其逮捕送官府监禁。事件发生后，张文学家有理无处诉，没法通过正式的诉讼取胜，

最后是等堆教民龙文贤听到此事后，到安顺告知党居仁，党居仁听后拿自己的名信片给

龙文贤到当地官府，叫他们认真处理，很快当地政府就查清事实，释放了张顺祥。
⑤
汉

族团总为得到传闻中的财产，竞使用诬陷他人，进行逮捕入牢的手段，到了官府后，官

府对此事不进行查证，直到有教会的参与，才对此案进行积极查证处理，并释放被诬陷

之人。这说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有教会的支持，教民在与汉族、士绅产生诉讼

纠纷时，在权位上发生了转变，政府开始积极处理。这种权力的重构比上帝的福音对西

南少数民族加入基督教要重要的多。 

教民与当地本民族权贵在信教后发生纠纷时，在诉讼和纠纷解决上权位的变化情况

是：1914 年威宁州牛棚子区土目禄良臣为了阻止苗民佃户入教，无故吊打苗族教民，

                                                        
①
 因为苗民入教后，不再受当地士绅的控制，如不交各种地方庙会钱，不把纠纷提到乡绅处等。 

②
 钟焕燃：《西南各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五十年史(未刊稿)》， 1957 年版。 

③
《清穆宗实录》卷 171，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二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6 年版，第 297 页。 
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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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教会知道后，要求地方政府将罪犯禄良臣捉拿究治。在此案中由于教会的参与，苗

族佃户在受到土目不公正对待时，可以到官府中寻求解决，打破了原有的权力结构。 

1931 年威宁县大官寨土目安惠生欲加租，但教徒佃农反对加租，为此产生诉讼。

案发后由于教会中传教人员张文明、张仁安、陶自改、杨荣兴、周汉章、李正品、朱本

仁、杨雅国、吴性良、王盛邦等人牵头上告，把官司打到中央政府和贵州省政府，后来

省上只好派民政厅厅长谭克敏到威宁处理，最后安惠生被迫取消加租计划。
①
在这一事

件中，由于教徒团结，加上教会在当时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导致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

注意此案。1944 年，安惠生的大儿子结婚，照例向佃户收“扯手”，大户交小洋三元，

小户交小洋一元五角，由于教民张文明、杨荣兴等联合佃户拒交，最后只好取消这种

“千年的规矩”。
②
  

在 1913 年织金县白马洞苗族教徒李约翰去郎岱搬他的姐夫陶耶西到织金居住，当

地土司安某借口搬走他家的佃户，把李约翰毒打致伤，白马洞教民闻讯后到安顺报告党

居仁，党居仁听后令安顺地方官去郎岱处理此案。最后安土司只好用两千两银子贿赂官

吏，并将李约翰接到他家治疗康复，并谢罪后才解决此案。
③
此外，据记载，“他们

（土目）因为信教事虐待苗族佃农，又往往被柏格理制止”。
④
这里可以看到，当传统

势力在与佃农发生纠纷时，由于有基督教的介入，导致两者的权位发生转变。对纠纷结

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变化在青岩教案与开州教案（1862 年）发生后就开始出现，

因为当时中央政府就给地方政府下令，在对待教民与平民诉讼上，应一体公平对待。

“嗣后黔省遇有传教之人，即著与平民一体相待，断不可图泄一时之愤有误大局。⋯⋯

如再有属员任意妄杀传教人等，或将弁故意杀害以图泄愤，则是疏纵之罪，不能再邀宽

免也。”
⑤
 

西南少数民族在入教后，对诉讼中的权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民国时期由于

中央政府对教案的重视，导致教民在诉讼中的权位有了重要的转变。这种重视来自于外

国政府的压力。1891 年 6 月 23 日《各国代表致总理衙门的联衔照会》中就要求中国政

府对中国传教士、教民进行保护，特别是在司法方面，要求中国政府给教民平等公正对

待。 

任何一个华民信奉基督教，绝不能因此事实而使他不受当地司法的管辖。本照

会签署人已公开声明他们完全赞成这一原则，他们还可以在这里照旧重申。不过贵

亲王及列位大臣应能理解，这一原则的实际应用，取决于贵国政府严格履行与外国

缔结条约中所作过的如下保证，即华民不得因信仰、学习与传播基督教之故，而受

                                                        
①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第 140 页。 
②
《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二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6 年版，第 297 页。 

③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第 66 页。 
④《清穆宗实录》卷 29，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 陈增辉：《清末教案（第五册）》，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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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干扰与凌虐。 

如果这一保证为贵国当局所严格遵守，如果没有向教民提出任意捏造的指控，

贵国当局也不以此为根据而对他们有所处分的话，那么便永远不会出现教士为保护

本地教民而干预地方当局的必要性，不幸，相反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①
 

可以看出，外国政府在对中国政府要求教士不得干预教民诉讼上，也有呼吁中国政府对

教民的诉讼进行公正、平等对待的要求。由于外国政府对教民诉讼的特别关注和施压，

导致清政府对中国国内教民的司法诉讼开始特别重视。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初十

日据署归化城同知上报说，“案蒙宪檄：嗣后民教交涉，于每月月报自理词讼、命盗杂

案之外，另备一份月报，专报民教交涉案件，如无亦即申覆等因。”
②
也就是政府要求

对教民的案件单独列出，特别审查，这在当时成为全国通例。这也说明教民在国家司法

中成为特殊的群体。 

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入教后，在与汉民、土官、土目、士绅和本民族中非教徒的诉讼

上权位发生变化，在权力上处于相对优势，所以这种权位结构的变化改变着西南少数民

族中教民对诉讼行为的态度。可以发现，信教少数民族在与前四类人产生纠纷时，采用

正式诉讼解决纠纷的成功机率增大后，他们对诉讼的惧怕比非教徒更少，于是导致对正

式诉讼的需求增加。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很多教案的出现，都是教徒与非教徒，特

别是非教徒中汉民士绅，少数民族中土官、土目对自身权力下降的一种反抗，或说是一

种不正常手段的结果。如 1861 年到 1862 年的贵阳教案中的关键人物、贵州省提督田兴

恕，其实是对当时民、教纠纷采取纵容态度，最后导致大的教案出现。各少数民族信教

后，改变了当地不同民族、家族、阶层的权力结构，导致不同群体间出现冲突，同时也

产生官方与教民权力上的冲突。如在教民内部产生纠纷时，不再通过家族、宗族、士绅

来解决，而是通过教会来解决，导致教民与家族、宗教、士绅和本民族势力脱离，进而

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这从清末教案中可以看出，很多教案都是地方士绅煽动起来。这一

点当时外国人就清楚认识到。在 1891 年 9 月 11 日《字林西报》中就报告说：“此时，

不少背负烧焦木料的人竟然被抓住，关进衙门，而那些真正的罪犯，官员们连一根毫毛

也不敢动。他们无疑准备对所拘捕的这些可怜虫，按外国要求的任何方式处刑，这些人

罪过充其量不过是小偷小摸而已。”
③
这清楚说明当时地方官和士绅由于教会对其权力

的掠取而采取反击，出了事却让平民担当，以致当时传教士认为赔款都不是解决教案频

繁发生的办法。 

 

五、结 论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在信仰基督教后改变

                                                        
①
 陈增辉：《清末教案(第五册)》，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 275 页。 

② 朱金甫：《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 280 页。 
③ 陈增辉：《清末教案(第五册)》，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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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法律体制，具体表现为在实体规范

上，由于基督教的传入，导致各少数民族移植和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在纠纷解决机制

上，教民开始脱离过去传统制度安排，在教会组织下进行，由于基督教会的组织具有近

代西方政治结构上的一些特征，导致信教者在纠纷解决上采用了相对“平等、公正、民

主”的方式，摆脱了各少数民族原有纠纷解决制度的一些落后状况；在诉讼上，可以

说，由于信教，彻底改变了各少数民族中教民与非教民，教民与汉族平民、汉族地主、

士绅，教民与本民族权势者的原有权力结构，重塑了新的诉讼结构。这一点在清末权臣

的奏折中可以看出。1861 年恭亲王上奏说：“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

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会，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

民，不肯相下。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

奉教之计愈得，不奉教者之以愈不能甘”。
①
1870 年曾国藩也上奏说：“词讼之无理者教

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罪，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

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

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

积不能平所致。惟和约记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

国之民者。”
②
这些说明，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其实不管愿意不愿意，在对待教民诉讼

上，开始特别关注。教民在诉讼上，开始有第二股力量的支持，若地方官处理不公，他

们有力量、权力、途径把诉讼上递到上级官府，乃至清廷中央。对此清末杨毓辉就说：

“各处地方官仰体朝廷柔怀之意，宁使华人受屈，不忍使教士吃亏。诚以教士不惬于

心，便妄诉于领事，领事不分曲直，便上禀于使臣，而于总理衙门饶舌，原审官不免为

难。”
③
这说明清末教民在诉讼中若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教民可以把诉讼通过外国传

教士直诉到清中央。当教民诉讼由教士转到外国公使那里后，诉讼不再是教民与非教民

之间，而是中国与诉求国之间的问题。对此钟焕燃也认为由于有教会组织，对土司的不

公正对待，他们可以反抗，“要是他（土司们）强迫，我们就派代表到上级机关控诉，

他虽有贿赂的手段，也不能统统生效。而且，结果他枉费了心机还得不偿失，以致逐渐

地取消了敛财的物欲”。
④
这是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在与教民的诉讼中权力发生变化后的

结果。 

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在信仰基督教上一个重要驱动力是一种权力结构的转

变。苗族等少数民族信教的原因开始只是一种势力，而不是什么信仰。通过上面的分

析，可以说西南少数民族在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有精神上的需要，还有更深

层次的需要，那就是寻求一种新的权力，改变自己在原有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让自己在

社会中得到更多“人”的尊严。由于基督教在这个时期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恰

                                                        
①
 沈云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文海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6-47 页。 

②
 沈云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76，文海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0 页。 

③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 年版，第 402 页。 
④ 钟焕燃：《西南各少数民族皈依基督教五十年史(未刊稿)》，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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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能提供这种需要。所以，各少数民族虽然在文化上有巨大差异，但为了现世的权力，

还是接受了这种文化和信仰。可以说，基督教给这些少数民族许诺的来世并不是西南少

数民族信教的原因，起作用的却是现实的功利。1903 年党居仁进入威宁苗族、彝族地

区传教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权力结构的重构下进行，从对四位苗民的接待，到帮助他们把

自己猎到的野猪从当地权势者手中要回，这一切都是一种权力的重构。张雅各、张约

翰、潘流便和杨西门等四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导致他们信教和传教，加上后来在一

系列与当地官员、地主士绅、土目的斗争中，教民在教会支持下，连连获胜，导致当地

少数民族大量加入基督教，以致出现“男男女女，从一百里、二百多里的遥远山寨，星

夜兼程，云集昭通”，“他们成群结队，背着一袋袋干粮，到村边泉水饮水、歇脚就

走”。
①
当威宁、彝良等地彝族土目、地主和汉族士绅在与教会对抗而对信教者迫害

时，由于柏格里到这些县府进行交涉，导致威宁州官邓循卿出示：“苗族信教，原属正

道，并非异谋，不得干涉，倘有违者，以法严惩”禁令。
②
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

取得自由信教权，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这些地区原有的权力结构已经完全改变，这是

这些事件最有影响和意义的地方。这一切都是一种权力重构下的结果，因为西南少数民

族找到一个敢于和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结构抗衡的力量。在苗族中就有“苗族信

仰基督教是处于受尽地主、土目及其地方官吏的双重残酷压迫剥削下，不得不信教，寻

找精神寄托的。许多苗族老人说：‘苗族是在苦难中谁也不管的社会里信教，苗族并非

认识到信教能得救，而信的是势力，谁势力大，谁同情就认谁’”。
③
所以说权力才是西

南少数民族入教的主要动力，其实这对当时中国政府和外国传教者都是一种讽刺。 

                                                  （责任编辑  辛 岩） 

                                                        
①《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五集)，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出版，1987 年版，第 265 页。 
② 同上，第 266 页。 
③ 杨光明：《基督教循道公会传入威宁地区史略》，贵州宗教史料(第二辑)。 


